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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共情、家庭关怀和学校氛围在网络受欺负与五年制高职学生心理症状之间关联中的调节作用。

方法：以福建省5所高职学校的1107名遭受网络欺负的五年制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网络欺负量表、简

明症状量表-18、相对剥夺感量表、道德推脱问卷、积极消极共情量表、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和学校氛围

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共情在道德推脱与心理症状之间起调节作用(β = 0.096, P < 0.01)，简单斜率

分析显示，在高共情水平下，道德推脱与心理症状之间的正向关联趋于增强(Bsimple = 0.169, P < 
0.0001)；家庭关怀调节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的关系(β = −0.082, P < 0.01)，随着家庭关怀水平的提

高，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之间的正向关联趋于减弱；学校氛围感知对网络受欺负经由相对剥夺感与心

理症状关联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Index = −0.017, 95% CI [−0.037, −0.001])，在高学校氛围感

知水平下，该中介效应趋于减弱。结论：共情、家庭关怀和学校氛围感知在网络受欺负与心理症状的关

联过程中显示出重要调节功能，良好的家庭支持和积极的学校环境可能与网络受欺负负面心理影响的减

弱存在关联。本研究基于横断面数据，上述关联模式不能解释为因果关系，其具体作用机制有待纵向研

究的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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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mpathy, family care, and school atmosphere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mong five-yea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Method: A total of 1107 five-year students from five vocational schools 
in Fujian Province who suffered from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
je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Online Bullying Scale, Brief Symptom Scale-
18, Relative Deprivation Scale, Moral Exclusion Questionnaire, Positive Negative Empathy Scale, 
Family Care Index Scale, and School Atmosphere Scale. Results: Empathy played a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β = 0.096, P < 0.01). Simple slope anal-
ysis showed that at high levels of empathy,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was stronger (Bsimple = 0.169, P < 0.000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was moderated by family care (β = −0.082, P < 
0.01). As the level of family care increased,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weakened. Perceived school atmosphere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Index = −0.017, 95% CI [−0.037, −0.001]). At higher levels of perceived 
school atmosphere, this mediating effect weakened. Conclusion: Empathy, family care, and per-
ceived school atmosphere showed important moderating functions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Good family support and a positive school 
environment may be associated with attenuated negativ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cyberbullying vic-
timization. These findings are based on cross-sectional data and do not imply causal relationships. 
Its specific mechanism of action needs further verification through longitudin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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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与移动社交平台的广泛普及，网络欺负(cyberbullying)逐渐成为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

要社会问题(Kowalski et al., 2014)。网络受欺负(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指的是个体在互联网环境中遭

受他人恶意行为的持续伤害，具有隐蔽性强、传播速度快、时空不受限制等特点(Tokunaga, 2010)。元分

析研究表明，网络受欺负与抑郁、焦虑、孤独感、低自尊等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严重者甚至可能伴

随自伤和自杀意念等风险行为(胡阳等，2014；胡兴蕾等，2019)。 
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有效衔接的一种教育形态(刘克勇，2023)。

学生从初中毕业后直接进入职业教育阶段，正处于青春期发展的关键阶段。五年制高职学生的心理素质、

社会适应、网络接触和使用情况等方面与三年制中职教育以及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学生有所不同。由于

五年制高职生从初中毕业后便离开家庭环境，进入集体寄宿制学校或更独立的学习环境，他们较早接触

手机、电脑等通讯工具，也较早面对舍友/同学关系、人际交往、集体生活等社会适应挑战。对此，有研

究指出五年制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尤其值得关注(梅纪萍，2012；宋敏，李昂，2014)。 
已有研究表明，网络受欺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中介机制发生作

用(覃小琼，李秀，2022)。在社会冲突理论视角下，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是个体在社会比较过

程中感知到自身处于不利位置时产生的负性情绪体验(Smith et al., 2012)。网络受欺负作为一种创伤性社

会排斥经历，使受害者在虚拟空间中持续暴露于他人的贬低、羞辱与攻击之下(Kowalski et al., 2014)，这

种经历破坏了受害者对公平的基本预期，诱发强烈的社会比较过程。受害者倾向于将自己与被欺负的遭

遇以及未受欺负的同伴进行比较，产生“为何我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等认知，进而形成“应得而未得”

的剥夺感(牛更枫等，2021)。实证研究亦表明，相对剥夺感与抑郁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并且存在“相对

剥夺感→抑郁”的链式中介路径，即受害经历会提升相对剥夺感，进一步增加抑郁水平，进而关联更高

的网络攻击风险(Zhang et al., 2022)。因此，网络受欺负通过破坏公平预期和诱发上行社会比较，能够显

著提升个体的相对剥夺感水平。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道德推脱是个体通过认知策略使自身行为与道德标准相分离的心理机制

(Bandura, 2001)。当个体长期沉浸于相对剥夺感带来的愤怒、怨恨与不公体验时，其道德自我监控功能将

受到损害(Bussey et al., 2015)。实证研究亦表明，网络受欺负与道德推脱呈显著正相关，受害者在持续的

威胁与挫折体验下，可能通过道德推脱机制重塑道德判断，进而增加外化问题的风险(夏培芳，沙晶莹，

2021)。因此，相对剥夺感可通过认知重构路径显著正向预测道德推脱。当个体习惯性地使用认知扭曲来

应对道德冲突时，其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将受到抑制，而反刍思维与回避策略的使用则会增加，

进而加重心理症状(Chang et al., 2025)。因此，道德推脱可通过破坏自我道德一致性、降低社会支持利用

率和损害情绪调节能力，最终恶化心理健康。 
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个体的发展受多个层级社会环境系统的交互影响(王宏霞等，2025)。值得注意的

是，不同层级的保护性因素可能作用于不同的传导路径。从理论上看，个体层面的共情主要影响认知–

情绪加工环节(如道德推脱与心理症状的关联)，家庭层面的关怀主要缓冲情感–压力反应环节(如相对剥

夺感与心理症状的关联)，而学校层面的氛围则可能影响更早阶段的威胁感知与归因过程(如网络受欺负

与相对剥夺感的关联)。这种差异化的调节模式反映了不同环境系统在发展性保护中的功能分工(Sing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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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mecki, 2014; Manczak et al., 2016; Klimecki et al., 2014)。 
在个体层面，共情作为一种认知–情感整合能力，影响个体对自身及他人处境的道德评价方式

(Andreychik & Migliaccio, 2015)。然而，共情对受害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呈现复杂的“双刃剑”效应。

社会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共情使个体“沉浸”于他人负性情绪中，可能诱发个人痛苦和情绪耗竭；而同

情心则伴随积极情绪与亲社会动机(Singer & Klimecki, 2014)。Manczak 等人(2016)的研究发现，尽管共情

对接受者具有心理益处，但对共情提供者自身可能产生生理代价。据此推测，当高共情个体同时采用道

德推脱策略时，其高情绪敏感性与认知回避之间的内在矛盾可能加剧心理冲突，使道德推脱与心理症状

之间的正向关联在高共情个体中更为凸显。这一反直觉的理论预期有待实证检验。 
在家庭层面，家庭关怀通过提供情感安全与压力缓冲，降低个体对剥夺感的敏感性(Arató et al., 2022)。

在学校层面，学校氛围感知通过规范引导、归属感与同伴互动质量影响青少年对风险事件的解释与应对

方式(Yang et al., 2021)。良好的学校氛围能够为受欺负学生提供替代性的社会支持来源，可能在更早阶段

阻断相对剥夺感向心理症状的转化路径。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网络受欺负→相对剥夺感→道德推脱→心理健康”的链式中介模型。尽管

网络受欺负的负面效应可通过上述中介路径传导，个体与情境层面的保护性因素可能对该传导过程发挥

缓冲作用。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证据，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共情在链式中介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 
H2：家庭关怀在链式中介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 
H3：学校氛围感知在链式中介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 2024 年 7 月至 2025 年 6 月开展，采用问卷调查法，选取福建省 5 所高职学校的五年制学

生作为被试。研究遵循知情自愿原则，受试者在充分了解研究目的与流程的前提下自愿参与，所收集的

数据严格保密并仅用于学术研究用途。研究方案已通过作者所在单位伦理委员会的审核与批准。研究发

放问卷 4989 份，除去规律作答、不完整作答等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 4290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85.99%，最终将遭受网络欺负的 1107 名五年制高职学生作为“受欺负组”纳入分析。排除未受欺负学生

的原因在于：本研究旨在探讨网络受欺负经历对心理症状的负面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未经历网络受欺负

者不存在该风险暴露，因而无法检验中介与调节效应。样本中男生 520 名(47.0%)，女生 587 名(53.0%)，
平均年龄 18.36 ± 0.90 岁。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问卷工具共包含七个量表，分别用于测量核心变量网络欺负(含施害与受害)、心理症状状况以

及相关的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具体如下： 
(1) 网络欺负量表修订版 
本研究采用由 Topcu 和 Erdur-Baker (2010)编制，并由褚晓伟和范翠英(2017)修订的中文版网络欺

负量表。由网络欺负分量表(14 道)和网络受欺负分量表(14 道)组成，共 28 道。采用 4 点计分法，正向

计分，得分越高说明欺负程度、受欺负程度越高。本研究中两个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54
和 0.849。 

(2) 简明症状量表-18 (BSI-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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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 Derogatis (2001)基于 SCL-90 量表和 BSI-53 修订而成的简式版问卷。只测量躯体化、

抑郁和焦虑 3 个方面的症状，用于筛查临床人群和社区人群，量表得分越高，心理症状水平越差。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良好，总量表和躯体化症状(题目 1、4、7、10、13、16)、抑郁(题目

2、5、8、11、14、17)及焦虑(题目 3、6、9、12、15、18)分量表的系数分别为 0.949、0.847、0.889 和

0.911。 
(3) 相对剥夺感量表 
研究采用马皑(2012)编制的相对剥夺感量表，共 4 道题。运用 6 点计分，1~6 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相对剥夺感越强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99。 
(4) 道德推脱问卷 
采用 Caprara 等人(2009)编制的道德推脱问卷，王兴超等人(2013)将问卷翻译并修订，使之更适用于

中国被试。问卷共 32 题，分 8 个维度：道德辩护、有力比较、责任转移、委婉标签、责任分散、扭曲结

果、责任归因、非人性化，Likert 5 点计分，从“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不确定”、“比较

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给予 1~5 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的道德推脱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2。 
(5) 积极消极共情量表 
本研究采用 Andreychik 和 Migliaccio (2015)编制、郭睿等人(2022)修订的中文版《积极消极共情量表》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pathy Scale, PaNES)，该量表将积极共情(2、4、5、7、8、12、13 题)和消极共情

(1、3、6、9、10、11、14 题)区分开来独立测量。量表共包括 14 个条目，采用五度评分标准：1 表示非

常不符合，5 表示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该维度共情能力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

数为 0.937，积极共情维度和消极共情维度的 α 系数为 0.915 和 0.899。 
(6) 学校氛围量表 
本研究采用 Jia 等人(2009)编制的学校氛围感知量表。该量表是通过修订两份成熟量表合成，最终形

成了一份共 25 个题项的量表，分为 3 个维度：教师支持、同伴支持和自主机会。为符合本研究需求，参

考已有研究者的做法。并结合专家建议，删除与个人经历相关的、不符合高校学生特点的相关题项，最

终获得了一个包含 14 个题项的量表。采用 Likert5 点计分，1 代表“完全不符合”，5 代表“完全符合”，

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对学校氛围的感知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4。 
(7) 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 
本研究采用 Smilkstein (1978)编制的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该量表反映个体对家庭的主观感受，从家

庭获得的关怀，包含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和亲密度 5 个方面，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量表包

括 5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3 级评分法(0 = 很少这样，1 = 有时这样，2 = 经常这样)，分别评估了适应

度、合作度、成熟度、情感度和亲密度。量表总分为 0~10 分，0~3 分为家庭功能严重障碍，4~6 分为家

庭功能中度障碍，7~10 分为家庭功能良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0。 

2.3.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 SPSS 24.0 和 PROCESS 插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描述，计量资料以均

数 ± 标准差(M ± SD)描述。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检验变量间的相关关系，采用 Hayes (2017)开发的采

用 Model 91 检验共情在上述链式中介路径中的调节作用；Model 88 检验消极共情在链式路径中的调节作

用；Model 84 分析学校氛围感知对该中介路径的调节效应。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自助法(Bootstrap)重复

抽样 5000 次计算置信区间，以检验调节效应的显著性。以 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95%置信区

间不包含 0 表示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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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一共有 18 个，

最大因子解释变异量是 18.18%，小于临界值 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相对剥夺感与道德推脱的链式中介作用 

在检验调节效应之前，首先对相对剥夺感和道德推脱的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采用 PROCESS 宏

程序(Model 6)构建链式中介模型，并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自助法(Bootstrap)重复抽样 5000 次计算置信

区间。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网络受欺负能显著正向预测相对剥夺感(β = 0.137, t = 4.614, P < 0.001)。在以

道德推脱为结果变量的回归模型中，网络受欺负(β = 0.091, t = 3.594, P < 0.001)和相对剥夺感(β = 0.538, t 
= 21.315, P < 0.001)均能显著正向预测道德推脱。在同时纳入网络受欺负、相对剥夺感和道德推脱的回归

模型中，网络受欺负(β = 0.210, t = 7.527, P < 0.001)、相对剥夺感(β = 0.252, t = 7.617, P < 0.001)和道德推

脱(β = 0.095, t = 2.870, P < 0.01)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心理症状。Bootstrap 结果表明，网络受欺负通过相对剥

夺感和道德推脱对心理症状产生显著的总间接效应，效应值为 0.050，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027, 
0.075]，说明链式中介效应显著。 

3.3. 共情、家庭关怀、学校氛围感知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将共情、家庭关怀和学校氛围感知三个调节变量同时纳入同一个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在

控制其他调节变量的基础上，采用 PROCESS 宏程序(Model 91)检验各调节变量的独立作用，避免分开分

析导致的遗漏变量偏差。 
如表 1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网络受欺负能显著正向预测相对剥夺感(β = 0.137, t = 4.614, P < 0.001)。

在以道德推脱为结果变量的回归模型中，网络受欺负(β = 0.091, t = 3.594, P < 0.001)和相对剥夺感(β = 
0.538, t = 21.315, P < 0.001)均对道德推脱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进一步以心理症状为结果变量的回归分

析显示，网络受欺负(β = 0.212, t = 7.609, P < 0.001)、相对剥夺感(β = 0.238, t = 6.953, P < 0.001)和道德推

脱(β = 0.074, t = 2.194, P < 0.05)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心理症状，而共情的主效应亦达到显著水平(β = 0.108, 
t = 3.184, P < 0.01)。进一步分析发现，道德推脱与共情的交互项对心理症状的预测作用达到显著水平(β = 
0.096, t = 2.927, P < 0.01)，表明共情在道德推脱与心理症状之间起调节作用。 

进一步以心理症状为结果变量的回归分析显示，网络受欺负(β = 0.199, t = 7.424, P < 0.001)和相对剥

夺感(β = 0.182, t = 5.587, P < 0.001)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心理症状，而家庭关怀对心理症状具有显著负向预

测作用(β = −0.261, t = −9.179, P < 0.001)。此外，相对剥夺感与家庭关怀的交互项对心理症状的预测作用

达到显著水平(β = −0.082, t = −2.884, P < 0.01)，而道德推脱与家庭关怀的交互项未达到显著水平(P > 0.05)，
表明家庭关怀调节了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之间的关系。 
 
Table 1. Moderating effects of empathy, family care, and perceived school climate in the chain mediation model 
表 1. 共情、家庭关怀、学校氛围感知在链式中介中的调节效应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相对剥夺感  0.137 0.019 21.288***   

 网络受欺负    0.137 4.614*** 

道德推脱  0.557 0.311 248.869***   

 网络受欺负    0.091 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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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相对剥夺感    0.538 21.315*** 

心理症状  0.419 0.175 39.011***   

 网络受欺负    0.212 7.609*** 

 相对剥夺感    0.238 6.953*** 

 道德推脱    0.074 2.194* 

 共情    0.108 3.184** 

 道德推脱 × 共情    0.096 2.927** 

心理症状(模型 2) 网络受欺负 0.489 0.239 57.626*** 0.199 7.424*** 

 相对剥夺感    0.182 5.587*** 

 道德推脱    0.057 1.776 

 家庭关怀    −0.261 −9.179*** 

 相对剥夺感 × 家庭关怀    −0.082 −2.884** 

心理症状(模型 3) 网络受欺负 0.442 0.195 44.417*** 0.191 6.871*** 

 相对剥夺感    0.224 6.802*** 

 道德推脱    0.073 2.198* 

 学校氛围感知    −0.155 −4.993*** 

 相对剥夺感 × 学校氛围感知    −0.124 −4.418*** 

注：**P < 0.01，***P < 0.001。 
 

进一步以心理症状为结果变量的回归分析显示，网络受欺负(β = 0.191, t = 6.871, P < 0.001)、相对剥

夺感(β = 0.224, t = 6.802, P < 0.001)和道德推脱(β = 0.073, t = 2.198, P < 0.05)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心理症状，

而学校氛围感知对心理症状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 = −0.155, t = −4.993, P < 0.001)。此外，相对剥夺感

与学校氛围感知的交互项对心理症状的预测作用达到显著水平(β = −0.124, t = −4.418, P < 0.001)，而道德

推脱与学校氛围感知的交互项未达到显著水平(P > 0.05)，表明学校氛围感知在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之

间起调节作用。 

3.4. 共情的调节作用检验 

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图 1)，在低共情水平下，道德推脱对心理症状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simple = −0.022, 
t = −0.442, P = 0.659)；随着共情水平的提高，道德推脱能够正向预测心理症状(Bsimple = 0.169, t = 3.906, 
P < 0.0001)。Bootstrap 分析显示(表 2)，在低和中等共情水平下，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而在高共情水平下，该中介效应显著(Effect = 0.015, 95% CI [0.002, 0.035])。 
 
Table 2. Bootstrap test of moral disengagement predicting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t different empathy levels 
表 2. 不同共情水平下道德推脱预测心理症状的 Bootstrap 检验 

共情水平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低共情(−1SD) −0.002 0.010 −0.021 0.018 

中等共情(M) 0.007 0.005 −0.002 0.019 

高共情(+1SD) 0.015 0.009 0.002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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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imple slope analysis (empathy) 
图 1. 简单斜率分析(共情) 

3.5. 家庭关怀的调节作用检验 

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图 2)，在低家庭关怀感知下，相对剥夺感对心理症状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Bsimple = 0.264, t = 6.363, P < 0.001)；随着家庭关怀感知水平的提高，该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减弱(Bsimple 
= 0.10, t = 2.217, P < 0.05)。Bootstrap 分析显示(表 3)，在低、中和高家庭关怀水平下，相对剥夺感的中介

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但随着家庭关怀水平的提高，该中介效应逐渐减弱。 
 

 
Figure 2. Simple slope analysis (family care) 
图 2. 简单斜率分析(家庭关怀) 

 
Table 3. Bootstrap test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predicting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t different family care levels 
表 3. 不同家庭关怀水平下相对剥夺感预测心理症状的 Bootstrap 检验 

家庭关怀水平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低家庭关怀(−1SD) 0.036 0.015 0.011 0.071 

中等家庭关怀(M) 0.025 0.009 0.010 0.044 

高家庭关怀(+1SD) 0.014 0.007 0.001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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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学校氛围感知的调节作用检验 

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图 3)，在低学校氛围感知下，相对剥夺感对心理症状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Bsimple = 0.348, t = 8.765, P < 0.001)；随着学校氛围感知水平的提高，该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减弱(Bsimple 
= 0.10, t = 2.144, P < 0.05)。Bootstrap 分析显示(表 4)，在低和中等学校氛围感知水平下，相对剥夺感的中

介效应显著，而在高学校氛围感知水平下该中介效应减弱且不再显著。调节的中介指数为−0.017 (BootSE 
= 0.009)，其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0.037, −0.001]，未包含 0，表明学校氛围感知对网络受欺负经由

相对剥夺感影响心理症状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Figure 3. Simple slope analysis (school climate perception) 
图 3. 简单斜率分析(学校氛围感知) 

 
Table 4. Bootstrap test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predicting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t different school climate perception levels 
表 4. 不同学校氛围感知水平下相对剥夺感预测心理症状的 Bootstrap 检验 

学校氛围感知水平 Effect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低学校氛围(−1SD) 0.048 0.017 0.019 0.083 

中等学校氛围(M) 0.031 0.009 0.014 0.051 

高学校氛围(+1SD) 0.014 0.009 0 0.033 

4. 讨论 

本研究以五年制高职学生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了共情、家庭关怀和学校氛围感知在网络受欺负影

响心理症状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初步发现，在高共情水平下，道德推脱与心理症状之间的正向关联趋于增强。鉴于本研究采

用横断面设计，这一关联模式的因果方向尚无法确定，且其结果看似与“共情是保护性因素”的直觉预

期不一致。对此，本研究尝试从以下角度进行探索性解释：高共情个体在经历网络受欺负后，由于能够

更敏锐地感知和共享他人的负性情绪，其自身情绪唤醒水平可能更高，情绪耗竭也更为明显；当高共情

者同时采用道德推脱来弱化受害经历的道德意义时，这种认知策略与其高情绪敏感性之间可能形成“认

知–情绪”失衡，即一方面在情绪层面深度卷入，另一方面在认知层面回避责任归因，这种内在矛盾可

能加剧心理冲突和困扰。此外，高共情者对自身道德标准的要求可能更高，一旦启用道德推脱，其自我

不一致感可能更强，从而引发更强烈的羞耻和自责，进而加重心理症状。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上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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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仅是基于现有数据的事后推测，这一反直觉的调节模式是否具有跨样本的稳定性，以及其背后的心理

机制为何，均有待后续纵向研究和实验研究的重复与验证。在干预工作中，可考虑关注高共情个体的认

知–情绪整合需求，引导其采用更具适应性的归因方式来应对受害经历。 
家庭关怀在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之间起调节作用。结果显示，随着家庭关怀水平的提高，相对剥

夺感与心理症状之间的正向关联趋于减弱。这一模式提示，良好的家庭支持可能与网络受欺负负面心理

影响的减弱存在关联。当个体感知到来自家庭的支持时，即使经历了网络受欺负并产生相对剥夺感，其

与严重心理症状之间的关联也可能相对较弱。鉴于横断面数据的局限性，家庭关怀的保护性作用仍需纵

向研究的进一步验证。 
学校氛围感知在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之间起调节作用，且对网络受欺负经由相对剥夺感影响心理

症状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在高学校氛围感知水平下，该中介效应趋于减弱。这一

模式提示，积极的学校氛围可能与网络受欺负负面传导路径的弱化存在关联。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基于

横断面数据的发现尚不能得出优化学校氛围能够“阻断”负面影响传导的因果结论，该推测有待实验或

纵向干预研究的检验。 
综上所述，共情、家庭关怀和学校氛围感知在网络受欺负与心理症状的关联过程中显示出重要的调

节功能，这与生态系统理论关于个体发展是多层级社会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结果的观点相一致。需要强调

的是，上述调节模式均基于横断面数据，反映了变量间的共变关系而非因果效应，各调节变量的具体作

用机制有待纵向和实验研究的进一步阐明。 

5. 教育建议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提出以下教育建议： 
第一，建立反网络欺负快速响应机制。学校应建立由班主任、心理教师、德育处和信息技术教师组

成的网络欺负干预小组，制定明确的网络欺负事件处置流程。具体措施包括：(1) 开通 24 小时网络欺负

举报热线和匿名举报平台，确保受欺负学生在第一时间获得帮助；(2) 建立“发现–报告–介入–跟踪”

四级响应机制，对网络欺负事件在 24 小时内启动心理危机评估；(3) 对网络欺负实施者开展道德认知重

构工作坊，降低其道德推脱水平；(4) 每学期开展两次网络媒介素养主题班会，提升学生识别和应对网络

欺负的能力。 
第二，实施“家庭关怀提升计划”。鉴于家庭关怀与相对剥夺感和心理症状之间关联的减弱存在关

联，学校可考虑系统性地加强家校合作。具体措施包括：(1) 每月举办一次“亲子沟通训练营”，教授家

长非暴力沟通技巧和情绪共情回应策略，帮助家长成为子女网络使用的第一道防线；(2) 建立家长微信群

定期推送网络欺负识别指南和应对策略，提升家长对子女网络社交行为的敏感度和干预能力；(3) 针对单

亲家庭、留守家庭等高风险群体，学校心理教师应开展每月一次的家庭走访或线上家访，评估家庭关怀

水平并提供个性化支持；(4) 鼓励家长与子女共同制定家庭网络使用公约，通过规则共建增强家庭功能与

合作度。 
第三，推进“温暖校园”氛围优化工程。基于学校氛围感知与网络受欺负影响路径弱化之间的关联

模式，学校可考虑着力营造积极、支持性的校园环境。具体措施包括：(1) 实施“教师导师制”，为每位

五年制高职学生配备一名成长导师，每月至少进行一次一对一谈心，增强学生的教师支持感知；(2) 组建

“同伴支持互助小组”，由高年级学生担任朋辈心理辅导员，开展每周一次的小组活动，通过同伴支持

降低网络受欺负后的孤独感和相对剥夺感；(3) 赋予学生更多的班级事务参与权和自主决策机会，如让学

生参与制定班级网络行为公约、组织反欺负主题班会等，提升学生的学校归属感和自主机会感知；(4) 每
学期开展一次全校性的学校氛围问卷调查，将学生对师生关系、同伴支持、校园安全等方面的评价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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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和教师的考核指标。 
第四，开展“心理韧性提升”团体辅导课程。针对网络受欺负高风险群体，学校心理中心应设计结

构化的团体心理辅导方案。具体措施包括：(1) 开设 8 周为一疗程的“情绪调节与认知重评”团体辅导课

程，每周 1 次、每次 90 分钟，通过认知行为技术帮助学生识别和挑战道德推脱思维，降低相对剥夺感；

(2) 在团体辅导中嵌入共情训练模块，采用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拟的方式，帮助高共情学生学会在感知他人

情绪的同时进行自我保护，减少情绪耗竭；(3) 建立“心理症状筛查–分级干预–追踪随访”的动态管理

机制，对 BSI-18 得分较高的学生进行重点关注，提供个别心理咨询服务；(4) 鼓励学生参加心理症状课

程和团体辅导后撰写“成长日志”，记录情绪变化和应对策略的使用情况，强化干预效果的持续性。 

6.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难以直接验证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

未来的研究应采用纵向追踪设计，以更详细地研究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其次，本研究使用的问卷都是

自陈式问卷，可能存在个人主观和情绪影响数据结果的可能性。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自评和第三方评分

相结合的方法。最后，本研究仅选取了福建省的五年制高职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有待

进一步验证。 

7.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横断面数据，对五年制高职学生网络受欺负与心理症状之间的关联模式进行了探讨，得

出如下结论：(1) 共情在道德推脱与心理症状之间起调节作用，在高共情水平下，道德推脱与心理症状之

间的正向关联趋于增强；(2) 家庭关怀调节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的关系，随着家庭关怀水平的提高，相

对剥夺感与心理症状之间的正向关联趋于减弱；(3) 学校氛围感知对网络受欺负经由相对剥夺感与心理

症状关联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在高学校氛围感知水平下，该中介效应趋于减弱。需要指出的

是，上述结论反映的是变量间的共变关系，不能推断变量间的因果方向，其实际意义有待纵向研究的进

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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